
一　中國精英政治中的代際因素

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新一屆領導班子開始執掌中國的政治機

構，他們在未來決定中國這一強大國家的行為時將發揮決定性作用。隨T中國

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觀察家想知道的是，對中國以及中國與世界

關係的未來而言，新一屆領導班子上台可能意味T甚麼。

當然，沒有人能夠預知未來。社會科學家也未必有能力預測一個領導集體

的未來行為和決策，尤其是在一個像中國這樣封閉的政治體制下。但通過建立

一個框架做進一步觀察和分析，社會科學家可以嘗試捉摸到可能發生的情況，

甚至是有望發生的情況。想要確切回答新一屆領導集體的產生會對中國整體政

治取向產生何種影響，筆者認為有兩組問題必須首先得到解答：

一、新一代領導人的主要特點是甚麼？更重要的是，這Ã所說的「代」這一

概念是否和社會科學中所定義的完全相同？

二、代際因素是否可以對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政黨的領導人的行為產生

影響？如果可以，那麼我們又能從這一代主要特徵已經被確定的領導

人身上期望些甚麼？

筆者曾在2006年《社會研究》（Social Research）雜誌的一期特刊上發表一篇論

文，首次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1。當時促使筆者撰文的部分原因，是由於讀到

了李成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國領導人：新一代》（China's Leaders: The New

┌文革一代┘上台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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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2。雖然李成之作為我們了解中國政治精英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筆

者對他的分析和預測存有異議。筆者不認為胡錦濤和溫家寶等領導人應該被算

作「文革一代」的成員，而對李成認為以胡為首的領導集體會實施重大政治改革

的樂觀看法，也強烈質疑。

事實已經證明，筆者的強烈質疑不無道理。不過，這並不意味T胡錦濤之

所以沒有實施李成所設想的一系列改革，是因為李成在總結上屆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代際特徵時犯下了筆者所認為的錯誤（當然這可能是原因之一）。筆者仍

然同意李成的看法，即和前一代人相比，「文革一代」在政治上可能沒有那麼保

守和正統。此外，由於中共十八大以來，「文革一代」的很多人佔據了相當大部

分的高層職位，筆者相信這可能會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但是必須非常清楚地

認識到，在探討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並非走在堅實且方向明確的道路上。這

正是本文試圖以謹慎和盡可能客觀的方式回答此前提出的兩組問題的原因。

二　在毛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
　「文革一代」、「失落的一代」

「文革一代」，或稱「失落的一代」，在世界歷史上具有獨特的特徵：他們是

一個人以造物主的意願締造的產物——這個人就是毛澤東，他想要創造整整一

代「革命接班人」。這代人要完全投入到社會主義事業以及毛澤東理念的實現中

去。儘管毛的努力最終完全失敗，但卻給經歷過這場運動的年輕人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烙印，以至於形成了非常特別且尤其具有自我意識的一代人3。這也正是

這一代人可以被視為毛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原因。

意識到自己屬於某一代人的現象並不局限於這一特定群體，在中國這一現

象比大多數國家更為普遍。在中國有關代際現象研究的文章和書籍也特別多，

中國以外的觀察家和學者也經常探討這一問題，但用於界定不同代際的標準並

不總是清晰且根據充分的。

在《社會研究》上的那篇論文中，筆者詳細介紹了「代際」的理論定義4。這

一定義主要基於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名著〈代際的問題〉（“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en”）5。然後，筆者開始在這一理論基礎上對「文革一代」

進行定義。當然，這並不僅僅是機械地運用這一理論，而主要是基於筆者多年

來對文化大革命以及知青運動及其後果的實證研究。

粗略地講，「文革一代」在性格形成時期受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時期（即紅

Ð兵時期）以及／或隨後推出的「教育革命」政策的影響。在「教育革命」這一口號

的呼籲下，正統的學術學習受到輕視，而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參與政治鬥爭

和體力勞動則受到稱讚。知識和職業之間的聯繫不再那麼密切，城鎮中學畢業

生只有在至少參加過兩年體力勞動之後才有可能進入大學學習，且能否被錄取

主要取決於政治標準。「上山下鄉」是任何一個城市年輕人可能面臨的命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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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動不僅對實際到農村去的知青產生了深刻影響，也對他們的兄弟姐妹和父

母產生了重大影響。

由於「教育革命」政策的基本退出發生在1978年，因此我們考察「文革一代」

的時期不該僅僅包括文革十年（1966-1976），還應將1977年納入在內。事實上，

由於華國鋒決定追隨毛澤東推行的大部分政策，1977年是知青下鄉數量很高的

一年，這一年甚至是知青在農村的數量最多的一年6。還有一些知青是在1978至

1980年間上山下鄉，不過數量不多，且情況各異。事實上，這一時期的主要特

徵是幾乎所有知青返回城市。此外，中國在1977年末恢復了高考，這算是違背

「教育革命」政策的首個重要舉措。恢復高考從根本上改變了剛剛成為高三畢業

生的一代人的教育和就業機會。

1977和1978年的高考放寬了年齡限制，為的是給「失落的一代」一個接受高

等教育的機會。許多觀察家已經指出這些年齡較大的學生表現出非常獨特的品

質7。這一群體中日後成為知名知識份子的比例特別高。他們表現出一種屬於

「文革一代」的強烈意識。

我們可以認為，「文革一代」包括了所有大約在1947至1960年出生的城市人

群。文革開始時上高三的那批人普遍是在1947年出生的，而在1977年否定「教育

革命」8政策前上高三的人則普遍是在1960年出生的。在界定代際起止年限時總

是或多或少會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9，這一群體也不例外。我們可以排除那

些在1966年已經上大學或職業中專學校的學生，因為他們的命運並沒有受到文

革的持續影響，畢業後迅速從政府那Ã得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

就我們所考慮的這一年齡段的人而言，「代際境遇」對每個人造成的影響以及

其對「代際」的意識和看法並不完全相同。對於1966年就讀初中或高中的學生（俗稱

「老三屆」bk），以及在1968至1977年被送到農村的知青來說（這一代人的核心就是

老三屆；他們先是成為紅Ð兵，然後成為知青），他們的代際歸屬感尤為強烈。

如果拉長時間範圍，我們必須承認那些在老三屆之後、但又在1978年之前

高中畢業的中國城市青年群體有一定的特殊性。由於紅Ð兵運動開始時他們還

在上小學，因此他們無法參加這一運動。但由於推行「教育革命」，他們的學校

教育被中斷，無法直接升入大學，其中有大量人被迫到農村去成為知青。1970

到1972年之間被送到農村去的知青數量有所下降。1973年（這一年知青數量再次

上升）之後，由於當時全國物質條件普遍有所改善，知青主要被送往其所在城鎮

的農村郊區。因此，大約在1954至1960年間出生的這一批人所遭遇的經歷不如

老三屆那樣獨特。但二者還是有類似的地方，且前者中的大多數人受到老三屆的

影響，尤其是因為他們中很多人的大哥大姐都是老三屆。和老三屆一樣，他們對

毛主義的理想也不再抱有希望，並且對自己黯淡的職業前景心存不滿。在政治

上，他們則遭受文革第一階段就已經爆發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嚴重影響。他們的

代際境遇，以及他們在1970年代的實際處境和他們的兄長基本一致。這也正是這

些「小知青」應該被算作「文革一代」的另一個且最後一個群體的原因。由於這一群

體的經歷並不那麼具有戲劇性，其群體成員的代際歸屬感因此沒有那麼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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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革一代」和「第四代領導集體」

我們在定義「文革一代」時所做出的空間和時間限制應該多少能幫助我們理

解當代中國政治領導層的代際歸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不幸的是，鄧小平在

1989年給出了一個官方定義。此後，由於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門所擁有的「強大威

力」，這個定義被不斷重複和發展。按照鄧的定義，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

領導集體的核心，他本人則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是在1989年6月16日與

其他高層領導的一次會面上提出這一定義的，當時距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沒多

久。鄧這番講話的用意是清楚的，即向他的同僚灌輸一種理念：一個領導集體

需要一個核心——江澤民應該受到尊重，並被尊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因

為他本人年齡太大，無法繼續執掌最高權力bl。

應該清楚指出的是，鄧小平所提到的「代」和社會科學中的「代際」概念毫無

關係，僅僅是指中國共產黨一代又一代的「領導集體」。這Ã的「領導集體」實際

上相當於中央政治局。此外，在鄧看來，只有那些擁有一個強大而穩定「核心」

（即最高領導者）的領導集體才能算作一代。因此，在毛於1935年遵義會議上執

掌最高權力之前的所有中共高層領導人，以及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都

被鄧忽略。事實上，鄧在解釋中共黨史時表明了他對權力的一種類似「帝制」的

理解。這一點他和毛的理解一樣。他所用到的「代」這個字和適用於王朝的「時代」

類似。江澤民後來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即胡錦濤成為「第四代領導集體的核

心」，因為這也是由鄧確定的。

今天，這種對前四代領導集體的劃分已經變成了不可質疑的教條。這種劃

分方法存在的主要問題並非其在歷史上存在不準確的地方，而是這一方法經後

人發展，試圖將其作為普遍劃分中國政治代際的基礎。後人這麼做混淆了鄧小

平所用的「代」和這個詞在社會科學中所具有的含義。他們在使用這種對前四代

領導人的劃分方法時，就好像這一概念恰好同真正的「代際」概念相同。這種混

淆只會違背歷史的準確性以及有關「代際」的社會科學理論。在界定同屬「一代」

的領導集體（這是鄧的真實意圖）時，我們往往會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即兩代領

導人同屬一代領導集體，或前後兩任最高領導人同屬一代人。但這些都是很常

見的現象。鄧這種劃分幾代領導集體的做法還存在別的問題，包括鄧本人的代

際歸屬問題。按照他自己的定義，他屬於第二代領導集體；但從歷史和代際理

論看，他又算是第一代領導人。鄧屬於參加成立中國共產黨全部過程的那一代

領導人，只不過當時他年紀比較小。比方說，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周恩來寫文

章，他自己油印左派小報。所以，筆者認為可以說鄧是這一代中共創立者的「小

弟弟」，但他不屬於他們的下一代。

這種混淆「代際」和「領導集體」的理論引起了另一個問題，即和第四代領導

人有關聯的重大歷史事件是甚麼。李成認為第四代領導集體應該被界定為「文革

一代」bm。但從之前所論述的情況看，應該明確的是在2002年掌舵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不屬於「文革一代」，他們正好趕上了前一代人的「末班車」，可以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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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會主義一代」或「正統一代」。十六屆政治局所有常委的性格形成時期都在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他們遵從的是當時在正統共產黨國家謀求政治成功的「黃

金路線」：成為一所工科學校的畢業生。1966年，這屆政治局常委都從大學畢業

了，正是年輕有為的國家幹部。作為第四代領導集體最高領導人，1942年出生

的胡錦濤在1965年已經從中國最負盛名的一所工科高等院校清華大學畢業，並

留校任政治輔導員。在十六屆政治局所有常委以及其他屬於「社會主義一代」的

中國高層領導人中，胡錦濤的經歷具有代表性。應該指出的是，第四代領導集

體和江澤民所代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之間存在明顯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工程

師bn。這表明，兩代領導集體都受過正統的社會主義訓練。

我們花了一些篇幅來解釋，就政治領導人而言，哪些人不能算是「文革一

代」。現在我們試圖看看，哪些領導人算是「文革一代」？「文革一代」的政治份量

有多大？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又能從這一代人身上期望些甚麼？

四　「文革一代」和中國高層政治

在2007年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文革一代」有2名成員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習近平和李克強），還有6人進入有25名委員的政治局。所以在當時中國就

有一個由兩代人構成的領導集體：掌舵的是「社會主義一代」，但也有「文革一代」

的成員。由於歲數較大的「社會主義一代」領導人受年齡限制而必須離任，「文革

一代」如今已成為高層領導中的重要力量。

但是，即使中共十八大產生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包含很多「文革一代」成員，

但這一集體仍然包含了幾代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仍有從年齡上講算

是上一代人的領導人，比如1945年出生的俞正聲，甚至還包括張高麗和劉雲

山。後兩人雖然分別出生於1946和1947年，但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們已經分別

在廈門大學和集寧師範學校學習，這有助於他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成為國家基

層幹部。因此，這三人也不能算是「文革一代」的成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中，有佔多數的4人屬於「文革一代」（全部做過上

山下鄉的知青），另外3人屬上一代。在政治局其餘的18名委員中，也有佔多

數的12人屬於「文革一代」，但與常委的情況差異比較大，因為其中只有3人是知

青bo。這就意味T在政治局25名委員中，當過知青的只有7人，佔比僅為28%。

從中可以看出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知青執政——所存在的局限。而在第

十八屆中央委員會205名委員中，65人有過知青經歷，佔比達31.7%bp。當然，

政治局常委的權力大於政治局委員。我們也不要忘了，職位最高的三位領導人

都當過知青bq。

和政治局常委一樣，在十八位政治局委員中，也有幾位屬於上一代成員，

比如1945年出生的劉延東就是清華工程師的典型代表，而1946年出生的馬凱在

1966年就已經是北京四中（北京市重點中學）的教員。

即使中共十八大產生

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包

含很多「文革一代」成

員，但這一集體仍然

包含了幾代人。從中

可以看出我們經常聽

到的一句話——知青

執政——所存在的局

限。不過，職位最高

的三位領導人都當過

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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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文革一代」的成員時，應該指出的是，他們出任中央或省級最高領

導職務時年齡較大。這是因為他們的青年時代被耽誤了。「失落的一代」也被稱

為「被耽誤了的一代」，因為鬧革命和參加體力勞動耽誤了他們學習和參加專業

工作的時間。但有一個群體最能「挽回」被耽誤的時間：高層領導的子女。在因

文革而遭遇了幾年困難之後，這一群體挽回了自己的地位和特權。在1970年代

之初中國大學重新恢復招生之際，這批1980年代逐漸為人所了解的「太子黨」在

非常激烈的政治競爭中有最好的機會成為工農兵大學生，因此在1977至1978年

恢復的高考中，他們也能以較好的條件進行備考。此外，在1980年代初，那些

在文革中倖存下來的老一代領導人決定加快培養一批被稱作「第三梯隊」的未來

接班人時，太子黨顯然受到青睞，能被迅速提拔至政治崗位上。因此，得益於

這種如同坐直升機般的升遷提拔，部分太子黨成員得以挽回被耽誤的時間並爬

至最高領導層。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習近平、薄熙來、王岐山和李源潮。

但總的來說，「文革一代」領導人執掌政壇的時間可能會比較短暫，尤其是

在新一代領導人目前已經爬到最高領導層的情況下。筆者將後者稱作「改革一

代」。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這一代人能夠獲得良好的教育和職業發展

機會。在十八屆政治局委員中，均出生於1963年的胡春華和孫政才兩人就屬於

「改革一代」。這意味T新一屆領導班子由顯然不同的三代人構成。

但是，構成新一代領導集體的主體還是「文革一代」，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

其中的政治明星，並藉此了解他們的個人經歷。首先應該指出的是，雖然「文革

一代」中的大多數人嚴重缺乏教育機會，但和前任領導人相比，那些爬到政壇最

高領導層的人還是接受了更高層次的教育（這主要是因為他們能夠通過1977或

1978年的高考，或是因為他們在工作之餘有很強的動機進行自學）。新一代領導

集體所學專業和前一代領導人不同，這一點顯得格外醒目。江澤民和胡錦濤那

一代領導人幾乎全是工科畢業，而「文革一代」領導人則呈現出文憑多樣化的趨

勢，其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其中包括經濟學和法學。

五　來自「失落的一代」的政治明星

「文革一代」中，薄熙來曾經被視為最有前途的政治明星之一。雖然他現在

是一顆隕落的星，但依然值得介紹。許多人仍然認為他是這一代人的一個典型

代表，但在筆者看來這是錯誤的。在「文革一代」中，薄的經歷非常不具典型

性，因為他既沒有上山下鄉，也沒有到工廠工作或參軍。相反，在1968年紅Ð

兵運動偃旗息鼓之際，薄卻進了監獄，度過了五年的牢獄生活br。1972年出獄

後，薄在一家工廠工作，並在1977年獲北京大學歷史系錄取。他是薄一波的兒

子。在1980年代初期，薄一波是積極主張加快提拔太子黨的領導人之一。薄熙

來的領導風格和「文革一代」的其他領導人迥然不同，其中具有個人魅力的元

素，這種個人魅力可能注定有助於他進入最高領導層，但他最終卻跌下神壇。

雖然「文革一代」中的

大多數人嚴重缺乏教

育機會，但和前任領

導人相比，那些爬到

政壇最高領導層的人

還是接受了更高層次

的教育。江澤民和胡

錦濤那一代領導人幾

乎全是工科畢業，而

「文革一代」領導人所

學專業主要集中在人

文科學和社會科學，

包括經濟學和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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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可以被視為這一代人中的勝利者的領導人則有更普遍的經歷。如前所

述，在政治局常委中，四位「文革一代」的成員都當過知青。

1953年出生的習近平是習仲勛的兒子，習仲勛本人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習近平有七年上山下鄉的經歷。當他於1969年1月到陝北延川地區一個貧

窮村莊插隊落戶時，年僅十五歲。由於他的父親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經受到毛澤

東的大清洗，他本人也受到排擠。對年幼的習來說，知青生活在一開始就非常

艱難，以致他在沒有得到批准的情況下偷偷跑回北京。但後來他的一位家族成

員成功勸說他重返陝西，並設法適應了當地的生活，他在二十歲時成為所在生

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顯然，決心加機遇可以解釋習的成功。所謂決心是指，

為了入黨，習曾寫過十份申請書，但都遭拒，最終才獲得批准。所謂機遇是

指，負責管理知青的當地幹部很欣賞習。這位幹部焚燒了習的黑檔案，並說

服上級主管部門，稱知青能夠避免牽涉於當地宗族間的長期衝突。在一篇自

述插隊經歷的文章中，習也承認，由於其父在共產革命時期曾是這一地區的

主要領導人，這一點也對他有所幫助。當地一些幹部正是出於這一原因才保護

了他bs。

作為一名幹部，習近平參加了很多幫助改善當地生產生活條件的活動。不

過，他仍然夢想能夠上大學。1975年他終於獲得上大學的機會，以工農兵學員

的身份進入清華大學化工系深造。這還多虧了其父下放勞動的工廠所寫的一封

信。信中說，習仲勛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此後習仲勛被

平反。習近平大學畢業後，先是在1979年成為國務院辦公廳的一名秘書，後任

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自1982年起，他開始在河北、福建、浙江以及上海（短

期）擔任區、市和省一級領導，最終於2007年直接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此

外，從1998至2002年，他通過了清華大學在職研究生班學習，獲得了法學博士

學位。

如果說中共一把手是一個太子黨成員，那麼中共的二號人物則是共青團派

系的成員。這代表了最高領導層內部力量的相對平衡。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

想要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一個正常的制度途徑便是通過共青團體系往上爬。在

「正統一代」中，胡錦濤便是通過此路走向成功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文革一代」

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1955年出生的李克強。1974年，作為知青的李到其老家

安徽的一個村莊插隊，兩年後入黨，並在1977年成為所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

作為知青在插隊當地獲得政治提拔是比較罕見的事情（習近平在插隊期間也獲得

了提拔）。如果說李不算是中國政治精英特權階層的一員（其父只是一個地方幹

部），那麼他父親的一位朋友對他進行的非常嚴格的教育則令他受益匪淺。自文

革開始以後，在中國教育體系支離破碎的情況下，他父親的這位朋友便將李收

為弟子，讓他透徹了解了中國文學和歷史的相關知識。這大概就是李在1977年

能夠通過高考並在1978年成為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的原因。他是一個聰明的學

生，對有關法律和政治的相對「自由」的理念最感興趣；作為學校學生會負責人

和團委幹部，他也非常活躍。1982年大學畢業後，他本可以赴美留學，但最終

在共產黨執政的國

家，想要取得政治上

的成功，一個正常的

制度途徑便是通過共

青團體系往上爬。在

「正統一代」中，胡錦

濤便是通過此路走向

成功的一個很好的例

子。在「文革一代」

中，最突出的例子便

是李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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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說服接受北大團委書記一職bt。此後，他沿T共青團系統的階梯一步一步往上

爬，並在1993年成為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從1998年起，他先後出任河

南、遼寧兩省的省委書記。2007年直接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有過知青經歷的高層領導中，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曾發表或允許第三方發

表有關其上山下鄉經歷的文章。當然，這些文章展現的是兩人的農村插隊經歷

如何鑄造他們的性格以及他們同基層民眾的聯繫，目的是為了增加兩人的政治

資本。這些文章都很有趣，尤其是習親自撰寫的那篇文章更是充滿了個人感

慨。但同樣有過知青經歷的「文革一代」另一位成員王岐山，卻從未發表過有

關其這段經歷的任何文章（至少據筆者所知是如此）。這可能是因為這段經歷

甚具傳奇性。

出生於1948年的王岐山可謂是一個「駙馬爺」。他在延安農村插隊的兩年

顯然改變了他的命運。和童話故事中牧羊女在農村遇見了王子成為王妃的故

事類似，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王遇見了一位「公主」（中共高層領導人姚依林的

長女姚明珊），兩人墜入愛河，王也因此成了太子黨。王岐山在農村的插隊生

活對其個人命運有T決定性影響。王能在1973年成為工農兵學員並在西北大學

歷史系學習，恐怕和他的岳父也在當時得到平反並被任命為對外經貿部副部

長有關。但還有一個未解之謎是，王為何能在僅僅插隊兩年之後的1971年就

獲得了陝西省博物館的工作。1976年大學畢業之後，他重回陝西省博物館工

作。1979年，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本該學習近代歷史，但此時他的興趣已轉

移至宏觀經濟和政治。因此，在1982年離開社科院之後，他進入政府最高智

庫，隨後又進入銀行系統工作。從1997年起，王在廣東、海南和北京開始了

省部級領導的官場生涯。2007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2008年被任命為國務院

副總理。

在「文革一代」中，另一個冉冉升起的新星是1946年出生的張德江。在中共

十八大上，張德江成為排名第三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此人的適應能力特

別強。1968年，他從長春的一所高中到吉林農村插隊。1970年，當了不到兩年

知青的張成了當地的一名幹部。之後他成了延邊大學朝鮮語專業的一名工農兵

學員。畢業後，他被提拔為延邊大學的高級幹部。他的好運似乎是因為得到當

地一位朝鮮族幹部李德洙的賞識。在張順T官方階梯晉升的同時，李成了他的

導師，拉了他一把ck。1978年，張被送往平壤，在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學習經濟

學。可能由於他的專業對發展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經濟不是非常有幫助，他又回

到延邊大學擔任副校長。他從1983年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從市一級領導一路

升到省級最高領導（1995年出任吉林省委書記，1998年出任浙江省委書記）。似

乎是從1990年起，他又追隨了一個權力更大的導師：江澤民。2002年，他出任

廣東省委書記並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從2007年開始，他重回北京，到中

央工作。但在2012年3月，由於薄熙來下台後急需找到重慶市委書記的替代人

選，張被派往重慶。縱觀其整個政治生涯，張似乎展現出一種高超的技巧，總

是能適應上級領導的要求，並展示出自己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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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重回北京，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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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對「文革一代」領導人的期望

「文革一代」領導人或多或少都曾有過作為普通人在基層生活工作的類似經

歷，尤其是在農村。他們因此對普通人遭遇的種種困難可能會有更多理解和同

情。他們或多或少也都曾對毛式社會主義的現實大失所望，而林彪外逃以及

1970年代毛澤東執政末期的險惡氣氛也都令他們深受衝擊。在毛執政末期，無

休止的政治運動和空洞的口號隱藏了中共最高層內部激烈的政治鬥爭。和「文革

一代」的普通人一樣，他們肯定已經意識到空洞的口號是無用的，甚至是危險

的。這會令他們更加務實，不那麼信奉教條。

但是，從這些領導人的履歷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獨特的地方。當今中

國排在前三位的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和張德江在農村時就已經成為基層政治

幹部，這是相當罕見的。此外，王岐山的經歷也非常不典型：他上山下鄉的經

歷反倒幫助他成為太子黨。這就是筆者不認為這些領導人可以代表整整「文革一

代」的原因。

「文革一代」在人生成長期都曾經歷過重大事件，他們在藝術、文學和社會科

學等領域都形成了顯著的個性，同時對代際歸屬都有強烈的意識。他們中的很多

人頗具創造性和創新性，往往展現出一種批判精神，這甚至讓其中的一部分人成

為政治上的異見人士。但是，那些成為政治精英的「文革一代」則有卓越的適應能

力和取悅上級的本事。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進入大學學習的那批人在當時確實

可能受到那個時期自由和開放氛圍的影響，這一點在李克強身上表現得最為明

顯。他承認自己的導師之一龔祥瑞對他的影響。龔祥瑞是一位法學專家，崇尚英

國憲政傳統cl。在民主牆運動期間，李同年輕的民主活動人士也有聯繫cm。

但是在當今中國政治體制中，想要一邊順T權力的階梯往上爬，一邊保持

非常開放和創新的思想是非常困難的。這一點在「團派」成員中體現得非常明

顯。團派成員主要是黨內事務和宣傳工作方面的專家。他們經歷過中共的路線

鬥爭造成的所有迂迴曲折，因為自己的忠誠和順從獲得緩慢但又是確定的提

拔。至於說最高領導層內另一主要派系「太子黨」，他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熱衷

於保護這一政權的利益。從另一方面看，他們的出身可以給他們足夠的信心去

試圖尋找新的途徑來保護這些利益，這可能會導致他們進行有限的改革。

七　新的領導風格，但影響又有幾何？

儘管「文革一代」的政治精英具有的特點並不必然有利於他們在政壇實行創

新和開拓，不過，可以明確的一點是，他們在成長期的經歷和胡錦濤、溫家寶

那代正統領導人存在很大的不同，這至少會體現在他們的執政風格上。這種差

異在習近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開展工作的幾個月內已經有所體現。當然，

曼海姆所說的「一代人的新風格」cn不僅僅意味T領導人在公開場合露面時不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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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導人習近平、李

克強和張德江在農村

時就已經成為基層政

治幹部，這是相當罕

見的。此外，王岐山

的經歷也非常不典

型：他上山下鄉的經

歷反倒幫助他成為太

子黨。這就是筆者不

認為這些領導人可以

代表整整「文革一代」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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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拘束，以及要求政府官員在公務宴請時應厲行節約那麼簡單。仍然有待觀察

的是，新一屆政府是否會進行結構性改革，這有助於縮小巨大的貧富差距，或

落實目前僅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予以認可的公民權利。

與政治和經濟精英的利益所佔的巨大權重相比，代際因素的份量似乎很

輕，輕到以至於想憑此實現突破非常困難。換句話說，在決定國家命運時（至少

是領導人的政策時），階級因素所擁有的份量應該重於代際因素。現實情況往往

是這樣。不過，筆者仍然認為不應該忽視代際因素，因為歷史的演變始終是複

雜的，一些看似不太重要的因素實際上可以產生決定性影響。代際因素可以對

一個國家應對危機和突發事件的方式產生一定影響。比如人們可以想像，如果

鄧小平在1989年已經去世，中國又會發生甚麼。鄧自己曾強調過下列事實的歷史

重要性，即1989年幸好「老同志」還健在co。事實上，從毛澤東、鄧小平，再到所

有這些「老同志」，同一代人從1949至1992年整整統治中國四十三年。1992年，

年近八十八歲高齡的鄧小平又通過其著名的「南巡」cp施加其對中國政治的最後一

次重大影響。這一「人參因素」cq對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制約不應該被遺忘。

由於高層領導定期換屆已經成為一種制度，那麼任何一個領導人的一時之

念就不會對國家政治產生太大影響。每一屆新的領導集體都可以帶來「新的領導

風格」，即使整個體制在設計之初是為了選擇「可信賴的接班人」。只有在新的挑

戰需要全新應對方式的情況下，這種新的風格才會產生一點差別。但是，由於

過去十年結構性改革始終遭到系統性抵制，因此在並不遙遠的將來，這樣的挑

戰很有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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